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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習歷程──永懷師恩 
呂世浩（臺大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編按：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本系新聘呂世浩、

宋家復與許雅惠三位老師為專任助理教授。 

呂世浩老師，臺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

士、北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館學系博士，專

長領域為史記研究、上古秦漢史及歷史考古

學。宋家復老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

系歷史學博士，專長領域為宋代史、資治通

鑑。許雅惠老師，耶魯大學藝術史系博士，

專長領域為中國青銅時代的考古美術、宋代

物質文化。本刊特邀三位老師分享其求學以

至為人師表的心路歷程。 

 

很榮幸也非常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在我

的母系刊物──《臺大歷史系學術通訊》

中，談談我的學習歷程。作為一個歷史人，

有時候反而是自我的歷史最難講得好。在這

裡，僅能就我求學過程的一些經驗和感受，

希望藉此機會提供讀者們參考。 

我是在 1991 年進入臺灣大學歷史學系

大學部就讀的，進臺大是我長久以來的夢

想。但為什麼當年會選擇歷史系呢？這大概

和我小時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有關。 

我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看各式各樣的

書，包括自然百科、人文圖書，甚至是小說、

漫畫。但小時家中貧困，沒什麼錢買書，為

了在書店白看，或是向別人借書，遭到白眼

相待，是常有的事。在我小學二年級時，一

次陪母親去市場買菜，途經一家小書店，在

我央求之下，母親終於答應讓我買一本 20

元以下的書。還記得當時一本最便宜的《機

器貓小叮噹》漫畫，定價都要 25 元，最後

我挑了很久，終於才在店中找到一本 20 元

的書，那是一本文白對照的《古文古事》。

此書陪伴我多年，反覆閱讀。如今回想，大

概從那時開始，就種下我對古代史和文言文

的興趣吧！ 

進入臺大歷史系後，我遇見了許多好老

師，或學養深厚，或豁達大度，或平易親和，

或熱心助人。舉個印象深刻的例子來說，在

我大四那年，有位馬來西亞的僑生同學，本

來已經高興的考上了研究所，卻在臨畢業前

才發現自己學分不夠，心急如焚。當時的系

主任古偉瀛老師努力奔走張羅，想盡辦法為

他找到暑修補救的機會，他最後才能順利進

入研究所就讀，近年聽說他已在馬來西亞找

到不錯的大學教職。 

而我在大三那年，遇見了改變我一生的

老師，也是我後來臺大碩、博士班的指導教

▲2002 年攝於敦煌河倉城遺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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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阮芝生先生。還記得開始聽阮老師的「史

記」課，第一印象便是「望之儼然」。阮老

師是個待人與待己都極其嚴格的人，不管是

在為學或做人方面，他的眼中容不得一點含

糊不清的事物。可想而知，這對學生來說壓

力是非常大的。 

當時一心想要上好阮老師的課，我不斷

加強培養自己。為了厚植國學基礎，甚至每

晚到校外書院聽課學習。而正因為阮老師的

嚴格，這段時間成了我進大學以來成長最為

快速的時期。還記得考上碩士班後，我拿了

自己的一篇論文去請老師教正。結果兩天

後，阮老師把我找去他家裡，從題目名稱開

始罵，一直罵到結論，文章上密密麻麻全是

老師批改的字樣，足足罵了我一上午，然後

要我拿回去改，改好再來找他。過了幾個

月，我把老師交代要看的書都看了，論文也

改好了，再去見阮老師。老師又看了兩天之

後，再找我去罵，這一次罵了兩個多小時，

一樣批改無數紅字，要我回去改好再來找

他。就這樣，我碩士班的第一篇文章足足被

罵了五次，改了將近兩年，阮老師才終於點

頭說：「可以了，這篇文章合格了。」這就

是我後來讀博士班一年級時，發表在《燕京

學報》新九期（2000 年 11 月）的〈三王與

文辭──《史記．三王世家》析論〉一文。 

《燕京學報》是極為嚴格的期刊，能夠

以學生的身分在上面發表文章，對當時的我

是莫大的鼓勵，也堅定了我日後走向歷史研

究道路的信心。看到現在很多在碩士班就大

放異彩的年輕同學們，我常覺得自己並不算

是天資卓異的人，能夠有今天，都得拜老師

的嚴格教導之賜。 

事實上，和阮老師相處久了，便會覺得

老師「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他對學生

的栽培，是全方面而不遺餘力的。在我的記

憶中，這十多年來，不管在為學或做事上，

遇到了任何問題去請教阮老師，老師一次也

沒有敷衍過我，總是極其認真的，總結他對

這一問題的認識和經驗來回答。 

在研究生的階段中，我也曾長時間擔任

阮老師的助理。正也是在那段時間裡，我從

側面不斷學習老師如何讀書、蒐集資料、選

題、寫文章、備課以及辦理各種學術事務的

方法，同時更便於時時向老師請益。這使我

的學習歷程更像是傳統的師徒制，大大彌補

了現代大學制度設計的不足。我覺得對歷史

系同學來說，除了上課和論文寫作外，擔任

老師的助理其實是一種非常好的學習方式。

我希望學弟、學妹們，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千萬不要敷衍以對或斤斤計較，而是要認真

把握，好好學習系上老師們的優秀本領。 

1998 年碩士班畢業後，我曾有一年的

時間擔任阮老師的專任助理。就在那一年，

我遇見了改變我一生的第二位老師，也就是

徐蘋芳先生。徐蘋芳先生是眾所公認中國考

古學界的第一流學者，他曾在 1999 年接受

本系的邀請，來系上擔任一學期的客座教

授，徐老師和我的初識便是在臺大客座的這

段期間。由於阮老師常常鼓勵我多聽其他老

師的課，而他對徐先生之為人與為學一向推

崇，因此素來仰慕先生的我，便立刻把握機

會前去旁聽，從此啟發了我對於中國歷史考

古學的認識。 

接觸過徐老師的人都知道，先生待人極

為溫和謙遜，但在學術上卻非常嚴謹認真，



 

 

 

 

學人專訪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1∕2011 年 10 月 10 

因此上徐老師的課是一點也不輕鬆的。先生

當時開的課是「中國考古學」，整個學期分

為十多個專題講授，全面而深入的介紹了中

國考古學的發展和成就。先生上課沒有講

義，沒有 PowerPoint 或其他花俏的教材，

有的只是長篇的參考書目和極為精彩而充

實的授課內容。先生博學多聞，又長期在第

一線進行考古工作，上課內容除了豐富的考

古知識外，還融入了許多個人長期從事考古

工作的體悟。上課從鐘響開始，便如行雲流

水一般接連講授。當時在講臺下的我，唯恐

漏掉任何一句，只能奮筆疾書，拚命抄筆

記。第一次聽完先生的課後，印象最深刻的

是那酸痛的手指，和滿是開啟另一扇學術之

窗的興奮之情，心中想到的只有當年孫中山

初次赴美後的那句感言：「今日始見滄海之

闊！」 

徐老師和阮老師相同，除了學術研究

外，更重視後進的品德修養。前面提到，我

曾將自己的第一篇論文〈三王與文辭〉投稿

到《燕京學報》，其實我原本想投到《臺大

歷史學報》，但阮老師當時正好擔任主編，

因此立刻要我迴避。《燕京學報》是學界公

認的第一流學術刊物，當時貿然投稿，只能

說年少的我血氣方剛，初生之犢不畏虎吧！

結果過了半年多以後，大約是徐老師來臺後

的學期中，有一天先生忽然約我見面，見面

後和我談這篇稿子，我才知道原來當時擔任

《燕京學報》副主編的正是徐先生。 

徐老師對我文章的論點十分讚許，但指

出文中對前人的錯誤往往多加指摘譏刺，這

樣的態度是不宜的。先生對我說，前人的錯

誤往往根源於時代的侷限性，錯誤固然要講

清楚，但心態應該寬容，不宜過多苛責。我

年少家庭窮困，因此心中憤世嫉俗，但先生

的那一番話確實點醒了我，促使我開始思考

用另一種態度去看待世事。更讓我感動的

是，先生當時和我足足談了一下午，理直而

氣和，義正而辭婉，苦口婆心，諄諄教誨。 

我常想，我的人生中最幸運的事就是能

一直不斷遇上好老師。以阮老師和徐老師的

學識和地位，他們大可不必花如此多的時

間，在像我這樣沒有背景、沒有淵源的窮學

生身上，但他們卻如此做了，而且始終如

一。在兩位老師的身上，我看到了學者不遺

餘力栽培後進之心，這也真正感動了我的

心。 

徐老師在學術上的畢生願望，便是能將

歷史學與考古學加以結合。他所以在歷史學

系開授考古學課程，也是這個用意。因此先

生當時和我談論那篇稿子，更希望我能結合

出土文獻和考古成果，讓論點更加堅實。先

生當時幫我開了一連串的漢簡書單，特別是

魯惟一（Michael Loewe）和永田英正的書，

要我細心閱讀。先生當時跟我說，年輕人要

厚積薄發，我由史記研究跨足漢簡和考古，

固然會使文章發表時間要延遲許多，但對我

的將來絕對是有益的。後來我足足花了半年

多的時間，閱讀了相關書目（尤其是魯惟一

的原文書，臺灣當時很難找到，後來蒙中央

研究院史語所邢義田先生慷慨借閱。但當時

年少無知，卻是借了很久才還，對邢先生實

在萬分抱歉），其間不斷向徐老師請益，徐

老師總是耐心以對，認真回答，從不因我的

淺陋而有任何責怪之意。到了徐老師客座任

期結束，要返回北京前，先生特地送了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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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並勉勵

我好好努力。 

1999 年考上臺大歷史所博士班後，有

一天我讀到一篇報導，文中提到目前秦漢考

古出土文獻的總字數，已經超過傳世文獻，

而且兩者的差距只會越來越大。當時我在阮

老師的研究室中，讀後深深地嘆息。我開始

意識到，在我們這一代學習上古秦漢史，已

經無法迴避考古了。而且這更讓我深信只有

歷史學和考古學的結合，才是 21 世紀上古

秦漢史研究的未來。 

我的個性一向是要就不學，要學就想學

別人的真本領。因此我在碩士班時，選擇了

阮老師最擅長的《史記》，做為論文題目；

而既然想學考古，我就希望學到如何正確使

用第一手的出土史料，而不是只能仰賴閱讀

考古學者的二手研究。所以當時我立志排除

萬難，必要到中國考古最好的大學去學習，

並參與完整的考古發掘工作。 

要做這樣的決定，在當時有許多難處。

主要是我在經濟上很不寬裕，而除了旁聽和

修習過人類系的幾門課外，更非考古科班出

身。但當時的我，不斷想起小時候在《古文

古事》中讀過的一篇故事：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

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

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數年來

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年，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

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不知幾千里

也；僧之富者不能至，而貧者至焉。人

之立志，顧不如蜀鄙之僧哉？ 

再怎麼沒錢，我想我都比「一瓶一缽」要強，

「有為者亦若是！」就這樣，我下定了要去

北京大學學習考古的決心。 

但對我來說，最難的還不是經濟問題，

而是如何跟一向關愛栽培我的指導教授開

這個口，說我要再投他師。就在那天中午，

阮老師和我吃過飯後，在椰林大道上漫步聊

天，我鼓起勇氣向老師說這件事。阮老師聽

後愣了一下，和我在椰林大道旁坐下來，出

乎我意外的是老師竟然大加贊成，並對我諸

多勉勵。後來我去北京大學的推薦信，便是

阮老師和臺大人類學系的黃士強老師幫我

寫的。 

就在 2000 年，我考上了北京大學考古

學及博物館學系博士班，並幸運地成為宿白

和徐蘋芳兩位中國考古學大師的學生。在臺

大辦理休學後，我隨即遠赴北京大學求學，

去陌生的城市研讀一門陌生的學科。剛到北

京，有許多事情都不太能適應，徐老師特別

要我到他家去，那是一間位在東四九條胡同

的傳統房屋，古意盎然。還記得在滿壁書香

的客廳裡，先生親切地對我說：「你到北京

來求學，只要心中有任何不愉快，或是遇到

任何困難，都不要客氣，即使是再小的事，

都可以告訴我。有的時候，人心中有事就容

易鑽牛角尖，只要有人談談就好了。」徐老

師是一位真正的良師，他對學生的關懷，從

這許多方面都可以看出來。 

徐老師唯恐我受學界浮躁的風氣影響，

有急於求成的心態，當天中午請我吃飯，就

認真告誡我：「世浩，你做我的學生，我只

要你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一輩子不許寫和

人商榷的文章。」後來我才體會先生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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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學術貴在正面立論有所貢獻，不在找人

毛病以為高人一等。還記得那一天，先生屢

次的跟我說：「世浩，要切記，大器一定要

晚成，厚積才能求薄發。」 

徐老師十分喜好美食，時常帶許宏師兄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

研究室主任和河南偃師二里頭考古工作隊

隊長）和我去北京不同的名菜館嘗鮮。在輕

鬆的氣氛下，不斷關心著我們的學術和生活

情況。席間先生總要我談談對大陸的各種感

想，有時年輕的我忍不住大放厥辭，先生總

是面帶微笑認真聽我講完，然後一一對我的

意見提出看法，令我受益良多。例如有一次

內子到北京找我，徐老師請我們用餐。席間

我對先生提到北京大學的學生有一種「較

真」的風氣，校園中處處可以看到同學們為

了彼此一點學術上的不同見解，當眾爭得面

紅耳赤。先生聽了笑著說，北京大學從以前

就是窮學生唸書的地方，窮學生特別認真，

不像燕京大學，盡是公子哥兒。這時我才恍

然大悟，原來先生在生活中展現的儒雅風範

和在學術上的認真精神，正是因為他一人繼

承了兩校的傳統，身兼燕京大學和北京大學

二家之長的緣故。 

在北京大學念書期間，我接觸了許多優

秀的老師，從他們身上學習到非常多的東

西。但讓我印象最深也啟發最大的，還是在

河南偃師二里頭農村三個月實習的日子。 

二里頭是中國考古的聖地，它不僅是極

為重要的上古王朝都邑遺址，更特別的是，

當地地層的疊壓打破情形非常複雜，是田野

發掘難度極高的工地。其實二里頭並不是北

京大學的考古工地，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

古研究所的工地。我想徐老師特地安排我去

那裡實習，主要有兩個用意：一是希望田野

經驗非常豐富的許宏師兄能代師授藝，帶領

我學習田野考古；二是正由於二里頭的發掘

技術難度高，才有磨練我的機會。在這段農

村的歲月裡，我除了天天下考古工地學習

外，更認識了中國歷史真正的基層──農村

和農民，這對我看待歷史的方式產生重大影

響，是在北京等大城市生活絕對無法感受

的。 

2002 年，因為我的畢業論文實習，需

要用到大量未發表的懸泉置出土漢簡，徐老

師 特 地 親 自 陪 我 到 蘭 州 的 甘 肅 省 考 古 所

去。還記得當晚在房間聊天，談起先生剛故

世的好友，也是國際知名學者張光直先生發

掘商丘的事。先生提到他原本建議張光直先

生合作發掘的地點是河南偃師二里頭，因為

他覺得那裡最有考古潛力，也最能做出驚人

的成績。以 2001 年後二里頭豐碩的考古成

果來看，先生的看法無疑是無私而正確的。

但張光直先生當時不同意，堅持要發掘商

丘，先生力勸無效，而最後發掘的結果並不

理想。先生說起此事時十分悵然，因為張先

▲2001 年春季，與二里頭考古工作隊合照，後排

右二為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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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他多年朋友，卻因此而生嫌隙。但先生

對我懇切的說：「我不能害朋友去做一件明

知沒結果的事。」這讓我學習到先生對朋友

的情義。 

在甘肅實習期間，我幸運的獲得了曾參

加居延新簡整理工作，並主持敦煌懸泉置發

掘的何雙全老師的細心指導。在那三個月

裡，何老師不僅作為我學習簡牘和考古的良

師，他和師母對我這樣一個異鄉遊子，更像

親人一樣照顧，至今感念不忘。後來因為何

老師的引介，我還參加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

研究所簡牘研究班的敦煌居延考察旅行，更

令我大大開闊了視野。 

回到臺灣後的幾年，經歷了無數的轉

折，先獲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候

選人培育計畫的獎助，後來又到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任職。在這兩個機構，我幸運的承蒙

邢義田、鄧淑蘋、嵇若昕等老師的教導，也

得到朱林澤等前輩的照顧，還結交了許多好

朋友，這些都讓我感念在心。 

2011 年 2 月，我非常幸運的回到母系

任教。當我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向徐蘋芳老師

報告時，徐老師非常非常高興，和我約定 8

月要在北京再會。沒想到 5 月時先生過世的

噩耗傳來，竟是從此天人永隔。 

回想徐老師一生，都在為學術、為大眾

服務。我最常聽先生說的一句話便是「這是

我應該做的」，而先生確實做到了將一生奉

獻給中國考古和文物保護事業。他一方面為

保護歷史文化名城，四處奔走，八方呼喊，

得罪了許多官員和富商。另一方面，卻對一

生所經歷許多波折和坎坷，時時心存感謝。

徐老師常教誨我應與人為善，先生說他的一

生常因此而在意想不到的地方受人幫助。當

先生故去的消息傳到臺灣，就我親身耳聞目

睹，認識先生的學者，無論社會地位、政治

立場、學術派別，無不感懷傷痛，在今日多

元的臺灣，這是何等難得之事，這完全是先

生的人品道德力量所致。子貢曾贊美孔子所

以得道多助，是因為「夫子溫、良、恭、儉、

讓，以得之」。每當回想先生的音容笑貌，

我都會想起《論語》中的這句話。對我來說，

先生一生的待人接物，正是「溫、良、恭、

儉、讓」五字最具體的呈現。如今泰山已頹，

哲人其萎，空留典型。馨香上禱，悲不自勝，

僅借此文，聊表弟子景仰孺慕之情。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善歌者，使人

繼其聲」，我能夠有今天，完全仰賴母校母

系和諸多老師的栽培。師恩深重，永誌不

忘，我希望能夠在未來的人生歲月，將我的

所學奉獻給臺大歷史系，以回報老師們對我

的關愛和提攜，讓母系在學術和教育上能夠

日益昌盛，這是我衷心所願。 
 

（2011 年 9 月 28 日教師節初稿，2011 年 10 月 4

日先師徐蘋芳先生 81 歲冥誕完稿。） 

 

▲2002 年與何雙全先生（左）攝於懸泉置遺址 


